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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２０１３年修正以来抽逃出资罪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显
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与抽逃出资罪的认定具有因果关联，相关立法解释限缩了抽逃出资罪的成立范围，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司法上的“除罪化”，抽逃出资罪在未来必将极为罕发。“对公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这
一法益因资本制度变革而不复存在，抽逃出资本质上是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和刑法
中的财产犯罪足以规制。抽逃出资罪在实践中罕有发生，其法益因制度变革而消失，构成了立法上彻底将
其“除罪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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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犯罪①最早规定于１９９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后被１９９７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吸收并沿用至今。然而，最初规定资本犯罪时所依据的１９９３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历经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年四次修正，公司资
本制度②已经由严格实缴资本制过渡到有限认缴制、直至演变为完全认缴制。当作为其前置规范的公司
资本制度发生变革时，会对资本犯罪的司法适用、发生态势乃至于存废产生怎样的影响？③ 事实上，２００５
年《公司法》确立有限认缴制以后，刑法学界即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从研究内容看，有学者系统梳理资
本刑法，④有学者则详细分析其中的某个具体罪名；⑤从研究结论看，有学者认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在现实中
将被“虚置”，⑥有学者认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应当保留但需作出修改，⑦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虚报注册资
本罪和虚假出资罪，调整抽逃出资罪；⑧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无一例外地采用的是规范分析方法，针对
公司法和刑法的关系展开逻辑论证，进而对刑法条文进行语义解释，阐明“书本上的资本犯罪”。由于实证
研究方法的缺位，资本犯罪的现有研究缺乏统计数据和经验事实的支撑，脱离了鲜活的司法实践和商业运
作，无法说明“现实中的资本犯罪”是什么。

２０１３年《公司法》秉持“放松管制、促进创业”精神，实现了完全自由的资本认缴制。资本制度的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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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公司。《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将“另有规定”归纳为２７类“暂不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

我国刑法关于资本犯罪的规定是空白刑法规范，必须结合公司法规定的资本制度才能确定其构成要件。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可能
会影响对相关出资行为的刑法评价，构成实质的刑法规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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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绑”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资本犯罪走向的关注：有实务界人士欢呼废除资本犯罪将指日可待；①有学者
则冷静地指出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不因为认缴制而免除，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仍然可能
发生并具有违法性；②还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资本犯罪作为企业家的“原罪”和“选择性执法”的借口，应当
废除虚假出资罪，修改抽逃出资罪。③ 笔者认为，“欢呼”是基于商业的直觉，但缺乏缜密的规范和事实基
础；“冷静”的分析对于出资义务的深刻解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未能对抽逃出资等行为是否仍然具有刑
事违法性展开有力的论证；资本犯罪被“选择性执法”的看法更是来自于研究者感性的直观印象，没有经验
数据的确证。本文以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旨在运用精确的数据统计来揭示资本制度变革
与刑事裁判结果的关联性，同时通过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来预测资本制度变革对未来商业实践的影响。

资本犯罪是类罪，司法实践的个案最终认定的是具体罪名。为了明确取样范围、形成研究的聚焦点，

本文选取“抽逃出资罪”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公司法》２０１３年修正以来的刑事裁判文书展开实证研究。

二、样本来源和总体数据

（一）样本来源

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④数据检索方法如下：进入高级检索，在关键词栏输入“抽逃出资
罪”，案件类型栏选择“刑事案件”，裁判时间确定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将检索到的所
有数据进行甄别和归类。首先，将“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样本来源，具有权威性、全面性、及时性和便捷
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全国法院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统
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目前已有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辖区内三级法院生效裁判文
书在该官方网站全部公开。各级法院制定了相关制度来保障上传裁判文书的及时性，互联网提供了便捷
的检索和下载途径。其次，将“抽逃出资罪”作为关键词，案件性质限定为刑事案件，检索到的文书包括刑
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前者包含了对于抽逃出资罪的实体认定，后者大部分是对构成抽逃出资罪的犯罪
人的减刑裁定。最后，将“裁判时间”作为检索的时间基准，其范围限定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６
月３０日”。时间起点确定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既与《公司法》修正及公布的时间基本同步，又与中国裁判
文书网搜集数据的起始时间保持一致；时间终点确定为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已是样本搜集当时的最新数
据。在上述时间段内，修正《公司法》从公布到生效，其后相关立法解释、通知也相继生效，检索范围内的裁
判文书足以反映司法实践的变化和趋势。

本研究可能存在极小部分的样本缺失，原因有二：一是部分裁判文书未能及时上传；二是云南、西藏、

新疆和兵团尚未实现辖区内三级法院裁判文书全部上网。但是，对足够数量的全样本的分析足以反映司
法实践的全貌，可能的小样本残缺不影响研究的科学性。

（二）总体数据
在确定的检索范围内共检索到５５６条记录，其中３８０条记录与抽逃出资罪无关联。无关联记录分为

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完全无关联，即标题中没有“抽逃出资罪”字样，文书内容也与资本犯罪无关；第二种是
实际无关联，尽管标题中含有“抽逃出资罪”字样，但文书内容与“两虚一逃”的任何罪名均无关。前者是因
检索技术上数据策略匹配失效所致，后者则主要是因上传文书的操作不够规范和严谨。通过剔除这两类
无关联数据和极个别重复数据，在检索范围内甄别有效样本１７６份。这１７６份裁判文书可以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涉及定罪和量刑等内容的裁判文书，共计１１０份，此乃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第二类是刑罚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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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减刑）裁定，共计６６份，减刑裁定没有载明犯罪事实和裁判理由，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减刑裁
定记载了原判决认定的全部罪名，有助于发现构成抽逃出资罪的行为人通常还会构成哪些犯罪，故纳入
“常见案发模式”部分予以研究。

（１）罪名分布。因为检索关键词为“抽逃出资罪”，所以１１０份裁判文书中均含有“抽逃出资”的表述；
其中，７７宗案件被指控或者认定为抽逃出资罪，１２宗案件被认定为虚假出资罪，２１宗案件被认定为虚报
注册资本罪。在７７宗抽逃出资案中，２０１４年一审审判的有４４宗，以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审判一审刑事案件

１０２．３万宗计，①抽逃出资罪的发生率为０．４３？，即一审判决的每万宗刑事案件中仅有约０．４宗涉嫌抽逃
出资罪，确实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抽逃出资罪 “在实践中极少有适用”。②

（２）审判状况。在７７份被指控或者认定为抽逃出资罪的裁判文书中，４９份是一审裁判，其中包括有
罪判决４５份、指定管辖裁定１份、无罪判决１份和实质性无罪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２份，无罪率
为６．１２％；２８份是二审裁判，包括无罪判决２份、实质性无罪裁定（驳回自诉人上诉）１份，无罪率为１０．
７１％；一审、二审宣告无罪的案件有３宗，宣告无罪率为３．９０％，远远高于全国法院刑事案件０．０７％的宣
告无罪率。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案件数量随时间推移显著减少：在为时一年半的检索时间跨度内，９６．
１０％的案件的裁判时间集中于前６个月；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的一年以内，判决的案件仅有３宗，且有１
宗为无罪案件。
抽逃出资刑事案件极高的无罪率和急遽减少的案件量，是否因《公司法》修正中的资本制度变革所致，

后文将通过分析裁判文书的内容，探索其关联性。
（３）刑罚裁量。在７７份裁判文书中，６份是无罪裁判，５份裁判文书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４份

发回重审裁定，１份指定管辖裁定），故有罪裁判文书是６６份，涉案罪犯共８８人。其中，定罪免刑３人，判
处自由刑７８人，单处罚金７人。在判处的自由刑中，刑期从最低的拘役３个月到最高的是有期徒刑３年，
平均刑期是１２．７８个月，有期徒刑６－１２个月是被判刑人数最集中的区间（３５．９０％），８１．８２％的犯罪人的
刑期在１８个月以下，远低于本罪法定自由刑的中位线，④自由刑的裁量整体偏轻。３０人获判缓刑，占全体
罪犯的３４．０９％，缓刑的适用较为普遍。在判处（包括单处和并处）的罚金刑中，最低数额是０元，⑤最高数
额是３００万元，平均数额是１９．１０万元，０—１０万元是被判刑人数最集中的区间（５７．９５％），８４．１％的罪犯
被判处的罚金在２０万元以下。可见，抽逃出资罪作为典型的经济犯罪，自由刑的刑期较短，缓刑适用率较
高，罚金刑的数额较大，总体量刑偏轻。

三、资本制度变革与刑事司法中抽逃出资“除罪化”的因果关联

为探索资本制度变革对其后认定抽逃出资罪的影响，本部分重点运用交互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数理方
法，⑥辨析二者的因果关联，以发现刑事司法中“除罪化”的直接根据并论证其内在的规范逻辑。

（一）影响抽逃出资罪裁判结果之原因的统计和分析

１．因变量的确定和自变量的选取

·２７·

法　商　研　究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总第１７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２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蒋安杰：《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解读与思考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旭东》，《法制日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１０２．３万宗，宣告无罪７７８人，故宣告无罪率为０．０７％。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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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１５９条的规定，抽逃出资罪的法定自由刑为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其中位线为有期徒刑３０
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１５９条的规定，抽逃出资罪采必科罚金制，但有两宗案件的五名犯罪人仅被判处自由刑，未被并处
罚金，统计时计数为“０”。

交互统计，是指根据两个类别变量的值，形成条件次数表或者条件百分比表（交互分类表），通过卡方检定来测量交互分类表中的
两个变量在统计学上是否相关。回归分析，是指通过规定因变量和自变量来确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建立回归模
型并根据实测数据来求解模型的各个参数，然后评价回归模型是否能够很好的拟合实测数据。



将裁判结果作为因变量，其核心是案件的定性，即被告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罪，分为“有罪”和“无罪”
两类情形。裁判结果受事实和法律的双重影响，资本制度变革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故本部分不涉及事实和
证据。首先，资本制度变革以来的刑事司法活动在一定的时间轴上展开，裁判时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
控、辩、审各方对资本制度变革的发现、理解和适用，影响裁判结果。因此，本文选取“裁判时间”、“控方意
见”、“辩护事由”、“裁判理由”作为自变量，探讨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

２．单个自变量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分析
在７７份裁判文书中，５份裁判文书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４份发回重审裁定，１份指定管辖裁

定），故有效样本为７２份。样本的裁判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可以进一步细
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２月２８日，即修正《公司法》公布以后至其生效以前；第二阶
段：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即修正《公司法》生效以后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１５８条、第１５９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公布以前；第三阶段，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
日—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即《立法解释》公布并生效以后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
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以前；第四阶段：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
日－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即《通知》公布并生效以后至样本检索的时间终点。

（１）裁判时间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运用交互分类表和卡方检验对裁判时间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进
行分析显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Ｐ①＝０．００２？０．０５）。如表１所示，后两个阶段的无罪
率远高于前两个阶段，由于裁判的各时间段以《公司法》、《立法解释》和《通知》逐次生效作为分界点，可见，
随着《立法解释》和《通知》明确了本罪的适用范围，无罪率迅速提高。

表１：裁判时间与裁判结果的交互分析

判决时间
裁判结果

无罪判决数量（比例） 有罪判决数量（比例）
合计

第一阶段 ０（０．０％） ２１（３２．３％） ２１（２９．２％）
第二阶段 １（１４．３％） ３１（４７．７％） ３２（４４．４％）
第三阶段 １（１４．３％） ４（６．２％） ５（６．９％）
第四阶段 ５（７１．４％） ９（１３．８％） １４（１９．４％）

　　（２）控方意见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对于已经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来说，控方在起诉书中就指控的罪
名列明证据和法律依据，不会过多阐述理由。② 但是，若控方在起诉以后认为法律发生变更，则可以要求
撤回起诉，导致实质上的无罪结果。因此，将控方意见作为自变量，分为“控方未提出《公司法》修正”和“控
方提出《公司法》修正”两类情形。运用交互分类表和卡方检验对控方意见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显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上较为显著（Ｐ＝０．００８＜０．０５）。如表２所示，一旦控方提出了《公司法》
修正作为撤回起诉的理由，有罪率即降至零。

表２：控方意见与裁判结果的交互分析

控方意见
裁判结果

无罪判决数量（比例） 有罪判决数量（比例）
合计

未提出《公司法》修正 ５（７１．４％） ６５（１００．０％） ７０（９７．２％）
提出《公司法》修正 ２（２８．６％） ０（０．０％） ２（２．８％）

　　（３）辩护事由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辩方是否知悉以及如何理解《公司法》的最新修正，决定其能否将
资本制度变革作为重要的辩护事由提出，从而影响裁判结果。因此，将辩护事由作为自变量，分为“辩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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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根据样本数据的实际情况，运用费舍尔精确概率法确定Ｐ值，Ｐ＜０．０５即能显示关联性，Ｐ值越小，关联越显著。下同。
若控方在提起公诉以前认识到法律变更的影响，则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案件即被消解于起诉以前，不会

进入审判程序。



提出《公司法》修正”（包括未委托辩护人和虽委托了辩护人但未提出该辩护理由）和“辩方提出《公司法》修
正”两类情形。运用交互分类表和卡方检验对辩护事由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显示，两者之间的关
联在统计学上较为显著（Ｐ＝０．００９＜０．０５）。如表３所示，辩方未提出《公司法》修正作为辩护事由的，有
罪率为８９．２％，辩方提出了该事由，有罪率即大幅下降至１０．８％。

表３：辩护事由与裁判结果的交互分析

辩护事由
裁判结果

无罪判决数量（比例） 有罪判决数量（比例）
合计

未提出《公司法》修正 ３（４２．９％） ５８（８９．２％） ６１（８４．７％）
提出《公司法》修正 ４（５７．１％） ７（１０．８％） １１（１５．３％）

　　（４）裁判理由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法院在对案件定性时，裁判理由部分是否提及《公司法》修正，以
及如何阐释该修正与认定抽逃出资罪的关系，直接影响裁判结果。因此，“裁判理由”是重要的自变量，分
为“法院未提出《公司法》修正”和“法院提出《公司法》修正”两类情形。运用交互分类表和卡方检验对裁判
理由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显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上显著（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如表４所
示，法院未提出《公司法》修正作为裁判理由的，无罪率为１４．３％，而裁判理由中一旦提出《公司法》修正，
则无罪率大幅上升至８５．７％。

表４：裁判理由与裁判结果的交互分析

裁判事由
裁判结果

无罪判决数量（比例） 有罪判决数量（比例）
合计

未提出《公司法》修正 １（１４．３％） ５８（８９．２％） ５９（８１．９％）
提出《公司法》修正 ６（８５．７％） ７（１０．８％） １３（１８．１％）

　　３．影响裁判结果的多元原因分析
前文定义并描述了与资本制度变革有关、可能影响抽逃出资罪定性的四个自变量，定义并描述了裁判

结果作为因变量，通过交互分类表检验了单个自变量与裁判结果的关联性。现将多个潜在变量放在一起
做多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须检验控、辩、审三方意见的关联性，若这三个
自变量不具有关联性，则均作为独立变量同时放入一个回归方程；若具有关联性，则据其关联性，选择其中
最重要的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
第一步：控、辩、审三方意见的关联性分析。运用交互分类表检验控、辩、审三方提出《公司法》修正这

一理由之间的关联性。如表５所示，三者之间的关联是显著的：若控方或者辩方中有一方提到了《公司法》
修正，则法院一定在裁判文书中对该意见做出回应；若控辩双方均未提出《公司法》修正，则法院也一定不
会主动提出。因此，控方或者辩方是否提出《公司法》修正，决定了法院是否提出该问题。

表５：控、辩、审三方提出《公司法》修正事由的交互分析

控方意见 辩护事由
裁判理由

未提出 提出
合计

未提出《公司法》修正
作为理由

未提出 ６３　 ０　 ６３
提出 ０　 １２　 １２
合计 ６３　 １２　 ７５

提出《公司法》修正
作为理由

未提出 ０　 ２　 ２
合计 ０　 ２　 ２

合计

未提出 ６３　 ２　 ６５
提出 ０　 １２　 １２
合计 ６３　 １４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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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确定了控、辩、审三方的意见具有关联性以后，因为法院是根据控
方或者辩方是否提出《公司法》修正而做出回应，所以在控、辩、审三方意见中选择裁判理由作为自变量放
入回归方程，加入裁判时间这一自变量，以裁判结果为因变量，建立一个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如表６所
示，在模型中，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都显著（Ｐ＜０．０５），也就是说，裁判时间越往后，越有可能
出现无罪裁判，而如果裁判理由提到《公司法》修正，法院也更可能做出无罪判决。在本模型中，Ｒ平方（Ｒ
Ｓｑｕａｒｅ）是模型拟合精确度，是模型解释力的一个指标，取值范围从０－１，越接近１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越
强，本模型的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平方为０．５７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印证了前文所述的基本规律，裁判时间越
靠后，无罪率越高，与《立法解释》和《通知》的生效具有限制的关联性。

表６：裁判时间、裁判理由与裁判结果的二分类逻辑回归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卡方值 Ｐ值 Ｅｘｐ（Ｂ）
裁判时间 －１．０７２ ．５４３　 ３．８９８ ．０４８ ．３４２

裁判理由中提出《公司法》修正 －３．２５８　 １．２１７　 ７．１６４ ．００７ ．０３８
常数 ５．６９４　 １．５３３　 １３．８０４ ．０００　 ２９７．０８６

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平方 ．５７６

　　（二）资本制度变革透过《立法解释》对刑事司法产生影响
控、辩、审各方随着时间推移对资本制度变革的认识与抽逃出资罪的裁判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因果关

联，在验证了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抽逃出资刑事追究的特点。首先，刑事实务界对《公司法》修正
的反应相当迟滞。《公司法》生效以后、《立法解释》公布以前，仅有１５．５８％的案件的辩方提出了资本制度
变革作为辩护事由，无一宗案件由法院主动提出该事由。其次，刑事实务工作者没有真正理解资本制度变
革如何影响抽逃出资罪的构成。从辩方来看，即使在以《公司法》修正作为辩护事由的１２宗案件中，辩方
也仅笼统地提出公司资本制度发生了变革，但是，没有详细论证该变革如何影响本罪构成，也没有发现《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规定（三）》）删除了原《规
定（三）》第１２条列举的抽逃出资行为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

而这正是否定“直接抽出式”抽逃出资行为的犯罪性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辩护理由。从法院来看，在《立法解
释》生效以前，法院均不认可《公司法》修正作为辩护理由，有法院认为，即使改革了资本制度，但“现行刑法
抽逃出资的罪名并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修正或者取消”，① “抽逃出资犯罪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根据现
行刑法做出的裁判合法有效，故该辩护理由（资本制度改革）不能成立”。②最后，法院刑事裁判中简单套用
《立法解释》，《立法解释》和《通知》从而成为影响裁判结果和案件数量的直接依据。从《公司法》颁布直至
《立法解释》生效以前，法官只是机械适用刑法第１５９条，而不敢贸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在７７份
样本中，全部无罪宣判案件（３宗）均在《立法解释》生效以后作出。《立法解释》生效以后，两宗认定有罪的
案件也明确加以引用，因为涉案公司属于实行实缴资本登记制的行业，所以仍然构成抽逃出资罪。③ 《通
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公布并生效，重申了《立法解释》的内容，其后有两宗案件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获得
了法院的许可。《通知》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通知》撤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等，

使得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以后进入审判程序的抽逃出资罪案件大幅度减少。可见，因为《立法解释》更加明
确，《通知》更能受到所约束部门的重视，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刑法本身。令人担
忧的是，对于细则性、部门性规定的过度倚赖，导致刑事司法实践缺乏能动性并趋于僵化。

（三）《立法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抽逃出资的“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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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终字第１５号刑事判决书。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刑二终字第８８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二终字第６１号刑事裁定书；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刑初字第００２２４号刑事判决

书。



如前所述，定量统计显示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数量和无罪率均与《立法解释》生效具有显著关联，定性
分析表明《立法解释》成为刑事司法的直接依据。下文通过体系化解释，阐明《公司法》与《立法解释》之间
内在的规范逻辑及其实质效应。

１．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与抽逃出资行为

２０１３年《公司法》实行完全的资本认缴制，取消验资程序并且不再登记实缴资本。资本制度的变革既
没有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也没有改变出资真实的要求，只是使得出资义务的履行更具自治性和灵活性。

因此，在完全的资本认缴制下，股东背离出资真实的法律要求，没有切实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的，其行为仍
然可能构成虚报资本、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① 因为抽逃出资行为违反２０１３年《公司法》第３５条和第

９１条的禁止规定，构成违法行为，而且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此类案例。②

２．《公司法》中的抽逃出资行为与《刑法》中的抽逃出资罪
刑法评价具有相对独立性，违反《公司法》的抽逃出资行为并不必然构成《刑法》上的抽逃出资罪，应受

犯罪成立要件的约束。同时，本罪的成立要件亦须结合《公司法》的规定来解释，当作为其前置规范的资本
制度发生变革时，即使刑法条文没有修改，其内涵也会变化，构成实质上的刑法规范变更。③

《刑法》第１５９条对抽逃出资罪的罪状规定得非常简略，刑法司法解释仅仅界定了“数额、后果和情
节”。④对于“抽逃出资”的行为方式，《规定（三）》第１２条作了列举。必须强调的是，修改后的《规定（三）》

删除了原《规定（三）》中抽逃出资行为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即“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不
再构成抽逃出资。这一删除与《公司法》取消强制验资程序相匹配，是废除实缴资本登记制的必然结果。

因此，通过对《公司法》和《刑法》体系化解释可见，资本制度变革并不意味着在实行资本认缴制的公司中抽
逃出资罪就完全无用武之地。若行为人实施了《规定（三）》第１２条列举的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
润分配等抽逃出资行为，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仍然可能构成抽逃出资罪。

３．《立法解释》限缩了抽逃出资罪的成立范围
《立法解释》讨论了《公司法》２０１３年修改后《刑法》第１５８、１５９条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认缴登

记制公司的适用范围问题，将资本犯罪限定于“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换言之，对于实行认缴
资本登记制的公司，不再成立“两虚一逃”犯罪。对于该解释，需要区分“一逃”和“两虚”分别予以评析。

（１）“抽逃出资罪”只适用于实行实缴资本登记制的公司的结论是限缩解释。如前所述，除了“直接抽
出式”的抽逃行为不再被《刑法》第１５９条所涵摄以外，以虚增利润分配、虚构交易、关联交易等方式转出出
资的，仍然是违反公司资产转出规则的抽逃行为，资本制度的变革并未彻底解构抽逃出资罪的成立要件。
《立法解释》排除了在资本认缴制公司中此类行为的犯罪性，因而是限缩解释。笔者对该限缩解释持肯定
评价，原因有二：其一，罪刑法定不排斥限缩解释，其二，符合商业运作的实践。在被指控犯抽逃出资罪的
案件中，８６．９６％的案件系将出资款项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出，取消强制验资和登记程序导致此类行为不再
被认定为“抽逃出资”，必将使得构成法律上抽逃出资的行为数量大幅减少，而其他形式的抽逃出资行为发
生率低、发现难度大，可以不必再作为犯罪处理。

（２）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限定于实行实缴资本登记制的公司，属于当然解释。“两虚”

犯罪共同的实质就是使用欺诈等虚假手段，“骗取”工商登记。取消实缴资本登记制以后，登记机关只在形
式上登记认缴资本，不要求验资、不登记实缴资本，不再产生“被骗”的问题。《刑法》第１５８条关于虚报注
册资本罪的罪状表述中，“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是构成要件要素，《刑法》第１５９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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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旭东：《认缴资本制下的股东有限责任———兼论虚报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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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两宗案件均以法律法规发生变更作为撤回起诉的理由。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二初字

第０００６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初字第１１４号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的“虚假出资”是指行为人未交付出资，欺骗登记机关进行出资登记。认缴资本登记制的实行，使得出资人
不必履行实缴资本的验资和登记程序，也就不存在“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行为，“两虚”犯罪完全丧失
成立的空间。

综上所述，在２０１３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中，废除强制验资程序和实缴资本不再进行工商登记才是影
响资本犯罪构成的根本原因。《立法解释》通过当然解释和限缩解释将资本犯罪明确地限定于实行注册资
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排除了资本认缴制公司事实上存在的抽逃出资行为的犯罪性，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
司法上的“除罪化”。《立法解释》对资本制度变革的及时回应解决了刑事司法的迫切需求，不过其“除罪
化”的努力仍然显得保守，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在立法上彻底废除抽逃出资罪的事实和法理依据。

四、资本制度变革与抽逃出资罪的实践走向

（一）典型行为样态显示未来抽逃出资罪的发生必将“极其罕见”

在７７份裁判文书中，８份未详细载明案件事实（４份发回重审裁定、２份准许撤诉裁定、１份驳回自诉
人上诉裁定、１份指定管辖裁定），故有效样本是６９份。在公司设立、增资等商业活动中，抽逃出资行为的
发生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抽逃出资的方式简单，８６．９６％的案件系将出资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出。第二，抽
逃出资的规模大，抽逃出资额最高达５　０００万元，平均值达２　３２４万元，但抽逃出资额最低额仅为２４．９万
元。① 第三，抽逃出资额占实缴出资额的比例大，有８６．９６％的案件抽逃出资率在９９％以上，几近全额抽
逃。第四，抽逃出资的周期较短，有１８．８４％的案件在验资完毕、尚未登记即抽逃，②１４．４９％的案件在登记
当天抽逃，６２．３２％的案件在登记后约７天内抽逃，合计有９５．６５％的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验资期间及登
记后一周以内。第五，抽逃的出资主要源自于他人，有８２．６１％的出资来自于他人借款，在完成出资以后
迅速抽出归还，反映出行为人具有明显的抽逃故意。第六，抽逃出资行为主要发生在设立和增资阶段，但
有５．８％的案件与公司设立后履行认缴义务有关。第七，涉案公司全部都是有限责任公司，９５．６５％的公
司属于生产、贸易等普通行业；仅有三个公司属于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国发［２０１４］７号）

列明的实行实缴登记制的行业，分别是２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③１个小额贷款有限公司。④ 上述特征，

可以刻画出商业运作中抽逃出资行为的典型样态：行为人为了设立一个普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向他人
借贷巨额资金作为出资，在验资、登记以后迅速将全部出资款项从公司账户直接转出。量化分析显示，８６．
９６％的案件系将出资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出，９５．６５％的涉案公司属于实行认缴资本登记制的普通行业。

可以预见，公司资本制度变革必将导致今后抽逃出资罪大幅度减少。原因之一是，最常见的“直接抽
出”出资的行为不再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规定（三）》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方式中删除了“将出资款项转入
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而其他形式的抽逃出资行为的发生率远远低于直接抽出式。原因之二是，与实
施抽逃出资罪有关的公司，绝大部分是普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被《立法解释》排除于适用范围以
外。对于实行资本实缴制的公司而言，其设立遵循核准主义，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方颁发
经营许可证，此后才能进行工商登记。公司运营过程中，真正反映其资产能力的会计实务、财务分析等指
标已经被纳入相关法律之中，分担了公司资本制度的职能，受到行业监管部门严格的全程监管。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３９条规定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应当符合“资产负债比例”，其财务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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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刑初字第２４７号刑事判决书。本案判决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行为实施的时间是１９９９年，在
２０１１年被立案和起诉，已经超过了抽逃出资罪的追诉时效；第二，本案抽逃出资额为２４．９万元，未达到构成抽逃出资罪的数额标准。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４条第２项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额在
３０万元以上且占其实缴出资数额６０％以上的，才构成抽逃出资罪。

抽逃出资罪的时间要件是“公司成立以后”，因此，在验资以后、完成工商登记以前，公司尚未成立，此时将出资转出的，并不符合抽
逃出资罪的构成要件，但样本范围内１８．８４％的案件按本罪处理。

参见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刑初字第００２２４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终字第０００９１号刑
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刑二终字第６１号刑事裁定书。



资本充足率、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比例等，是银监会监管的对象。在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下，资本
实缴制公司的出资人抽逃出资难度大、风险高，因而发生概率极低。在６９份载明案件事实的裁判文书中，
仅有３宗案件的涉案公司属于实行实缴登记制的特定行业，占抽逃出资案件的４．３５％，而抽逃出资案件
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为０．４３？，资本实缴制公司涉及抽逃出资的案件在全体刑事案件中所占的
比例愈发显得微乎其微。

（二）常见案发模式表明抽逃出资罪的社会危害性“非常有限”
在样本范围内，除了７７份载明案件事实的裁判文书以外，６６份减刑裁定中涉及抽逃出资罪的有５７

份，这些文书显示出行为人在被指控为抽逃出资罪的同时，是否还被指控其他犯罪。
在合计１３４宗案件中，有８７宗案件的行为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占样本总数的６４．９３％。这８７宗案

件共涉及４１个其他罪名，集中于经济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三类。其中，与抽
逃出资罪同时发生频率最高的三个罪名依次是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和诈骗罪，发生频次分别为３０宗、

１５宗和１２宗，累计发生率为４２．５４％。有４７宗案件仅涉嫌抽逃出资罪一罪，占样本总数的３５．０７％，其
案发的主要原因是卷入民事纠纷，如无力清偿借款、无法继续实施项目等。据此，抽逃出资罪常见的案发
模式是，行为人因实施其他犯罪或者发生民事纠纷而被“顺带”发现。抽逃出资罪与诈骗类犯罪具有极高
频度的关联性，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大多以公司名义实施诈骗类犯罪，因诈骗案发后被“倒查”出抽逃出
资行为；即使行为人仅涉嫌抽逃出资罪一罪，也多是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不能履行债务而被发现。因
此，若行为人只是抽逃出资，没有再实施其他犯罪或者发生民事纠纷，则工商管理部门很难主动发现、查处
此类行为，表明抽逃出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极为有限。
在行为人实施了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抽逃出资行为与其他犯罪往往具有吸收关系（利用公司名义实施

诈骗犯罪）或者牵连关系（伪造证件印章用于抽逃出资），通常按照一罪处断。因出资人抽逃出资导致出资
人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可以通过要求股东补足出资、否定公司人格以及公司破产等
配套制度来有效保障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抽逃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抽逃出资行为本身的社
会危害性极小，其关联犯罪受到了充分的刑法评价，民事责任通过公司法的配套制度予以实现，刑法不必
对其做出专门规制。

（三）规范分析揭示抽逃出资罪的法益已经“不复存在”
除了实证研究的预测，规范分析也有助于揭示其法益变迁和行为本质。

１．资本制度变革对抽逃出资罪法益的影响
抽逃出资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其具体法益是“对公

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这是１９９３年《公司法》浓厚的行政管制色彩在刑法中的体现。《公司法》２０１３年修正
的独特目标是，在鼓励创业、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倒逼政府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因此取消实缴资本登记制
度成为改革的切入点。① 本次改革使得抽逃出资禁止规范的法益基础和价值目标发生重大变化，其法益
从公共属性转化为私人属性，其价值不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在于保护个体利益。② 因此，从价值上
看，抽逃出资行为不再侵犯经济秩序这类“超个人的法益”；③从事实上看，既然行政机关已经不登记实缴
资本，何来的登记管理秩序？这一法益显然已经不复存在。
即使是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行业，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受到行业主管部门严格的实质性监管，工

商部门对出资进行登记也仅是形式审查。在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下，“抽逃”行为极难实施；退而言
之，即使出现了极少量的抽逃出资行为，其直接侵犯的法益也是所属行业的监管秩序，而不是“对公司登记
的管理秩序”，该法益在实缴登记制公司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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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燕：《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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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抽逃出资本质上侵犯的是公司财产
从本质上看，抽逃出资的“侵权性质和对公司利益造成的损害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二致”，① “抽逃出

资”这一用语本身并不严谨。因为股东、出资人一旦将出资交付于公司，即成为公司的财产，公司享有法人
财产权，股东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而享有因出资获得的股权，所以所谓“出资”应当是指“公司财产”，
因此应当以本次资本制度改革为契机，将“抽逃出资”的概念澄清为“侵占公司财产”，②或者将“抽逃出资
罪”调整为“抽逃公司财产罪”。③笔者深以为然。事实上，“抽逃”一词也是不准确的。“抽逃”的含义是“将
出资抽出逃走”，但是在股东向公司交付出资以后，即混同为公司财产，若该出资是货币之类的高度可替代
物（６９个样本中抽逃的出资全部是货币），何以证明“抽出”的就恰好是出资人“交付”的那一部分。因此，
“抽逃”的准确表述应当是“侵犯”，④ “抽逃出资”的准确概念应当是“侵犯公司财产”。
一般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因损害其他出资人或者债权人利益引发纠纷的，公司法已经发展出强制缴

足出资等配套制度来保护出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严重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公司财产权，
刑法中传统的财产犯罪足以规制，即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公司人员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来确定是否构
成职务侵占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而且这些罪名比抽逃出资罪更能反映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实质。

五、抽逃出资罪的立法“除罪化”选择：代结语

司法实践搭建了实证研究和法教义学对话和合作的平台，二者共同构成“立法完善协调统一的基础和
现实推动力量”。⑤本文以抽逃出资罪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展开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规范的体系化
解释和法益的本质分析，为抽逃出资“除罪化”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基础和扎实的法理根据。其研究方法和
研究结论对于“两虚”犯罪的“除罪化”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事实的层面上，自资本制度变革以来，抽逃出资罪的案件数量已经急遽减少，无罪率迅速攀升，《立

法解释》作为司法实践的直接依据，其对抽逃出资罪成立范围的限缩，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抽逃出资在司
法上的“除罪化”。“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这一典型行为样态，已不再被视为抽逃出资
行为，而实行实缴资本登记制的行业因严格的财务指标和实质的行业监管，使得抽逃出资必将成为“极其
罕见”之事。就法益而言，在实行认缴资本登记制的行业，取消强制验资程序和不再登记实缴资本导致了
“对公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已经不复存在；在实行实缴资本登记制的行业，抽逃出资损害的直接法
益是行业监管秩序。抽逃出资本质上侵犯的是公司财产，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足以保护其他出资人和债
权人的利益，即使发生了严重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也能精准规
制。将事实上“极其罕见”、法益因时代变迁已然消失的犯罪进行彻底的“除罪化”，正是我国刑事立法科学
化的必然之维。此轮资本制度变革赋予了股东充分的出资自治权，摒弃了过往浓厚的行政管制色彩，废除
抽逃出资罪正是对这一变革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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